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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下蓬勃发展的远程办公对员工正式创新带来了巨大挑战。 越轨创新作为员工重要且普遍的非正式创新,更
需得到重视。 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领导力,尤其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重要促进作用。 为

此,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框架,并采用 Mplus7. 4 软件检验线下和线上三阶段收集的 286 份数据。
结果表明:FSSB 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促进焦点既正向调节 FSSB 与优势-兴趣

工作重塑的关系,又强化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防御焦点的调节作用不成立。 研究深化了对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

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前因的理解,并提供了利用 FSSB 激发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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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再次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与

此同时,当前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为远程办公模式提供了更好的实施条件,企业也需实施远程办公等

灵活工作方式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变化,因此远程办公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1] 。 然而,
对于组织发展至关重要的员工正式创新,远程办公对其造成了巨大挑战[2-3] 。 例如,远程办公降低了对于员

工正式创新极其重要的知识共享[4-5] 。 与之相反,远程办公在一定程度上为员工越轨创新提供了更好地隐

蔽条件,实证表明远程办公能够促进员工越轨创新[6-8] 。 实际上,学者们也呼吁重视并提升远程员工的越轨

创新以应对远程员工正式创新与创造力不足的严重挑战[9] 。 其中,员工越轨创新,也被称为地下创新或私

下创新,被定义为员工主动从事没有正式组织支持且通常隐藏在高级管理层视线之外的,但目的是产生创

新活动并使公司受益的创意行为[10] 。 员工越轨创新的一个典型例子为苹果公司图形计算器的研发:该计算

器由两名未经官方授权的员工开发,但最终成为非常有价值的附加组件产品[11] 。 总之,鉴于员工实施越轨

创新的目的和他们的正式创新一致都是使组织受益[12] ,因此激发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可以作为当前远程办公

对员工正式创新带来挑战的背景下的一种补充性措施,并将在创新驱动战略和数字经济时代空前叠加情境

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对应地,如何最大程度地促进远程员工越轨创新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然而,鲜有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积极前因的研究,尤其是尚未探讨领导力的促进作用。 当前文献仅关

注了远程岗位组织隔离、弹性工作制通过工作自主性促进员工越轨创新[6-7] ,以及远程办公通过角色宽度自

我效能和工作重塑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8] 。 这些文献推进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如何激发远程员工

越轨创新的了解,但现有文献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远程办公情境下领导力对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严重阻碍

了对该领域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 探究远程办公情境下领导力对员工越轨创新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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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远程办公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关注组织中的流程和系统,而领导力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更密

切[13] 。 同时,越轨创新通常并不是员工完全自发产生的,领导力是激发员工从事越轨创新的关键因素[14] 。
另一方面,随着远程办公模式愈发普遍,远程办公被员工视为常规化工作模式,其对员工的影响将降低,可
能不再直接或间接激发员工的主动行为[15] 。 与之相反,领导力不仅可以显著地影响灵活办公员工的主动行

为[13] ,而且也是远程员工在进行创新活动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15] 。 鉴于此,有必要探究远程办公

情境下领导力,尤其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积极影响机制。
具体而言,本文结合远程办公情境,以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为理论基础,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被

定义为主管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行为[16] ———是否、如何及何时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首先,越轨创新是员工主动实施的角色外私下创意活动[10] ,且其更易产生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突破性

创新结果[17] ,因此越轨创新者需要巨大的资源投资。 然而,相对于现场办公员工,远程员工面临更加紧密的

工作和家庭双重角色,甚至两种角色的冲突[15] 。 尤其是,我国的传统家文化不仅使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密

切,而且员工在处理工作-家庭关系时倾向于家庭优先[18] 。 实际上,最近的一项大调查也表明 54. 4%的远程

员工存在工作-家庭关系混淆[19] 。 因此,对于有意实施越轨创新的远程员工,他们也会受阻于需优先处理家

庭事务。 幸运的是,主管作为员工远程办公实践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决策者[15,20] ,可以指导远程员工更好

地履行家庭责任(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21] 。 同时,由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有助于远程员工更好地平

衡工作-家庭关系,因此远程员工更需要也更容易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并且会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视为他们在家庭领域获得的重要情境资源[22] 。 对应地,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远程员工有利于实现工

作-家庭平衡,反过来可将更多资源投入工作领域的越轨创新。 此外,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培养员工重组织

利益的态度[23] ,进一步强化远程员工将资源用于亲组织的越轨创新。 实际上,以上推断与工作-家庭资源模

型的资源增益螺旋原理一致[24] :员工获得的家庭情境资源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资源,从而增加员工的工

作表现;初始获得的工作资源具有继续增加的效应,反过来促进员工工作表现的不断提升。 由此可见,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是远程员工在家庭领域获得的重要情境资源,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工作资源,进而积极影

响他们工作领域的越轨创新。
其次,探究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是否中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远程办

公文献强调工作重塑具有改善远程员工绩效的作用[25] 。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工作重塑,本文重视优势-兴趣

工作重塑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并强调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潜在中介作用。 员工实施工作重塑的核

心在于更好地实现“个人-岗位”双向匹配,但任务、关系、认知等类型的工作重塑仅聚焦于岗位层面的调整,
忽略了员工主动通过调整工作内容以实现与个人目标(如优势、兴趣)的匹配[26] 。 因此,学者们提出优势-兴
趣工作重塑(即个人在工作中为更好地利用或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喜欢做及愿意做的活动而做出的自我努

力) [27] ,并认为其是员工重要的个人资源[28] 。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是员工基于个人-工作双向匹配进行的工

作重塑[27] ,个人-情境匹配是员工创新活动的重要来源[29] 。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和越轨创新的定义可知,两
者都是员工基于个人兴趣等主动实施的行为,进而它们存在紧密的联系。 尤其是,完成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的远程员工,既提升了能力水平,也拥有更高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控制感[26] ,反过来他们更有能力、机会和

动力实施越轨创新。 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工作重塑,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可能与越轨创新存在更加

直接的关系,但以往研究忽略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是激发越轨创新产生的潜在机制。 此外,如前文所述,远
程员工存在明显的工作-家庭关系等问题,这导致了他们难以有额外资源实施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及后续的

越轨创新。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强调,员工获得的家庭领域情境资源可以开发他们的个人资源,从而增加后

续的工作行为[24] 。 远程员工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这一重要的家庭情境资源后,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
家庭关系,从而具有更多资源和积极情感等用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和实施下游的越轨创新。 由此,本文推

断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间接地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最后,探讨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并不能引起所有远程员工产生相同的反应,而

且实施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亦需要成本。 因此,确定远程员工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产生更多越轨创新的

边界条件至关重要。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强调关键资源的重要性,认为关键资源提高 / 阻碍员工运用家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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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产生个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后续的工作领域行为情况[24] 。 由此可见,员工的关键资源调

节了家庭情境资源与个人资源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决定了家庭情境资源对下游工作行为的间接影响效果。
调节焦点被划分为促进焦点和防御焦点,前者解释为什么有些员工倾向于获得资源和实施冒险行为,后者

则揭示为什么部分员工更保守和更倾向于做避免错误或资源损失的行为[30] ,两类调节焦点都是员工拥有的

关键资源[31] 。 不同调节焦点员工对提供的资源能够获取更大收益的重视程度不同[32] ,且他们在面临潜在

收益时会进行不同的领导力一致性调节匹配,当调节匹配时将加强其态度或行为[33] 。 因此,不同调节焦点

的远程员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重视程度与调节匹配不同,从而影响他们的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然

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实证文献对关键资源的关注较少[34] 。 尤其是,现有文献尚未探究调节焦点作为关

键资源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权变作用。 鉴于此,本文试图弥补该差距,即探讨远程员工的调节焦点是否

作为调节变量决定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优势-兴趣工作重塑,以及对下游越轨创新积极影响的有效性。
总之,本文提出并验证一个第一阶段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深入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否、如何

及何时促进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理论的

理解,尤其是弥补了尚未关注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领导力前因的遗憾。 同时,本文通过明晰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积极影响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提供了较为明细的如何利

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促进远程员工越轨创新较为清晰的思维和方法借鉴。

二、研究假设

(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被定义为主管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行为,且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角色

示范,以及创造性工作-家庭管理 4 个维度[16] 。 其中,情感支持表明主管对员工非工作生活的关心和关注的

沟通;工具性支持是指主管通过管理交易被动地提供资源和服务以帮助员工根据需要管理工作和家庭;角
色示范被定义为主管对自己的工作-非工作责任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性工作-家庭管理反映了主管为了提高

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发起的提高员工管理家庭需求能力的积极战略努力[16] 。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资源增益

螺旋原理指出,员工在家庭领域获得的情境资源跨越时间和领域持续存在,反过来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工作

资源以实施越轨创新等工作行为(如越轨创新) [24] 。 远程办公情境下,员工的工作-家庭界限更加模糊,他们

需同时面临工作和家庭双重身份任务[15] 。 远程员工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工作-家庭关系,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担负家庭责任,因此远程员工更需要也更容易得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并且他

们会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视为重要的家庭情境资源[22] 。
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资源增益螺旋原理,本文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

新。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帮助远程员工更好地实现工作-家庭平衡[35] ,降低他们在家庭领域的资源损

耗,有更多资源从家庭领域增益到工作领域,促进远程员工实施越轨创新。 例如,此时远程员工可以将更多

资源投入到工作领域,进而在保障正式创新、任务等绩效的基础上,以及能更专注、灵活地挑战现有正式创

新流程等实施越轨创新。 进一步地,由于远程办公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领导力所发出信号的一致性显著

影响员工的行为[36]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呈现了组织对员工实施远程办公模式的支持,因此可进一步提升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积极影响。 尤其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主管提供给远程员

工的超出主管正常工作范围内的角色外资源支持行为[37] 。 因此,主管这种关心远程员工的角色外资源支持

行为,会塑造远程员工同样具有更重视组织利益而将个人利益次要化的态度[23] ,并且能培养他们的亲社会

动机[38] 。 对应地,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远程员工在具有可支配工作资源时,会通过实施越轨创新的

方式更好地完善自身在正式创新外的其他创意,以期通过越轨创新提升团队创新绩效等最终使组织受益。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H1)。
(二)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揭示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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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目前,学者们对工作重塑进行了多类划分,其中绝大部分学者关注并研究对工作类型的重塑(如任务、
关系或认知工作重塑) [39] 、特定工作特征的重塑(如需求或资源工作重塑) [40] 。 然而,以上这些类型的工作

重塑,严重忽略了对员工特别重要,以及旨在调整工作任务以使其与员工的个人目标更加匹配的工作重塑

方式[27] 。 为了弥补该缺陷,也是满足将员工的优势和兴趣融入工作重塑中更符合员工的个人资源的强烈呼

吁,Kooij 等[27]将员工优势和兴趣纳入工作重塑概念,形成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并将其定义为个人在工作

中为更好地利用或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喜欢做及愿意做的活动而做出的自我努力。 由于个人优势是员工的

典型特征,使员工能够促使员工表现良好或处于个人最佳状态;个人兴趣是一种关键激励因素,能够促使员

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学者们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视为员工重要的个人资源[28] 。
如前文所述,远程员工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看作是他们急需的家庭领域情境资源[22] ,以及工作-家庭资源

模型认为家庭领域的情境资源可以开发员工的个人资源,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24] 。 因此,本文根据工

作-家庭资源模型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维度,概述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中介机制,即阐释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如何积极影响远程员工的越轨创新。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通过方法性和情感性路径,以及这两类路径的交互促进

远程员工的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个人具有天然的优先选择使用其优势的特点,即运用优势是员工拥有可支

配资源后的自发选择[26] 。 当员工具有更多闲暇时间等资源时,在培养岗位兴趣的基础上,他们可投入更多

精力投入到感兴趣的工作[26] 。 遵循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家庭领域情境资源对个人资源积极影响的核心观

点[24] ,一方面,当主管对远程员工实施工具性支持、角色示范和创造性工作-家庭管理,也即远程员工获取这

三个方法性维度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时,他们可以更好地实现工作-家庭平衡[22] 。 在此基础上,远程员工

拥有更多投入工作领域的资源。 反过来,远程员工既可以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也能结合兴趣以完成优势-兴趣

工作重塑,从而将这些方法性维度资源形成更大的资源收益。 另一方面,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情感支

持维度的员工拥有更高的积极情感[35] 。 由于积极情感作为一种情感资源具有持续和跨领域存在的性

质[41] ,因此接收情感支持维度的远程员工,在工作领域也呈现更高的积极情感,能够更积极地评估工作情

况,并聚焦、提炼与聚焦自身与工作匹配的优势和兴趣。 同时,远程员工通过情感支持维度获得的积极情

感,可以提高他们运用方法性支持维度实施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更高的优势-兴趣工作

重塑。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远程员工的优势-兴趣工作重塑(H2)。
此外,本文认为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可以作为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促进因素。 具体而言,优势-兴趣工作

重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促进远程员工的越轨创新。 首先,远程员工基于其优势和兴趣进行工作重塑有利于

革新他们的知识技能,也即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可以提升远程员工的能力水平,进而增强他们进行越轨创新

的信心和能力。 其次,员工是通过改变工作任务和工作中的环境,以更好地实现他们进行优势-兴趣工作重

塑的目的,所以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员工具有更强的工作控制感[26] 。 同时,工作控制感与员工的创造力密

切相关[42] ,且创造力是员工创新类活动的基础。 由此可见,实施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远程员工能够提升工

作控制感,进而有利于他们实施越轨创新。 最后,员工通过在工作中进行优势使用和兴趣注入,员工可以更

好地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增加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即从事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员工能够获得更高的工作意

义感[28] 。 此外,具有工作意义感的员工更有内在动机从事创造性活动[37] 。 对应地,远程员工通过优势-兴
趣工作重塑,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工作意义感,有助于他们克服因实施不符合程序的越轨创新所面临的潜在

压力,也即实施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远程员工更有动力实施越轨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正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H3)。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正向关系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4)。
(三)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然而,以上假设只是提出了一个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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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描述,并不是所有远程员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产生相同的态度。 实际上,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强调

关键资源的重要性,即认为关键资源有助 / 阻碍员工有效地运用家庭情境资源以增加个人资源,从而促进 /
抑制他们工作领域中的行为或绩效[24] 。 关键资源是指促进其他资源的选择、更改和实施的管理资源,典例

包括乐观和自尊等人格特质[24] 。 调节焦点作为个人最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包括促进焦点和防御焦点,且
具有促进焦点的员工倾向于获得资源和主动实施冒险行为,而具有防御焦点的员工则更保守与更倾向去做

避免错误或资源损失的行为[30] 。 因此,两类调节焦点都满足关键资源的定义,也即调节焦点是员工的一种

关键资源[31] 。 然而,文献回顾结果表明,现有采用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研究鲜有将调节焦点作为关键资源

加以分析。 为弥补该缺憾,本文结合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中关键资源的作用,认为调节焦点不仅调节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关系,而且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

塑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影响,即调节焦点是决定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何时影响远程员工优势-兴趣工

作重塑以及下游越轨创新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指出,当员工拥有某些关键资源时,他们更愿意将家庭领域的情境资源利用

到最佳方式以更好地获取个人资源[24] 。 对应地,促进焦点的员工更倾向实施冒险性和理想化行为,他们更

关注获得的资源以便他们执行相应行为[43-44] 。 同时,促进焦点的员工对新的尝试持开放态度,他们既更具

有外向性、创造性和学习导向,也会抓住机会获得更大的收益[32] 。 因此,当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获得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这一重要的家庭情境资源时,这会是他们重大资源利用并提高个人资源(如优势-兴趣工作重

塑)的机会。 此时,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既更加重视并充分利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方法性维度资源,也
通过获得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情感支持维度形成更高的积极情感。 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对远程员工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积极影响的论述逻辑可知,此时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能够实现更高的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另一方面,促进焦点的员工以成长和发展为目标,他们更愿意接受变化,这是因为成长和发展只能通过

变化来实现[45] ,并且他们对潜在收益等积极结果很敏感[46] 。 当促进焦点的员工面临可能带来未来收益的

情况时,他们会进行调节匹配。 调节匹配观点认为当员工的调节焦点与领导的行为方式一致时,员工的态

度和行为动机进一步强化[33] 。 对于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家庭事

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将时间等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工作领域,这匹配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需求。 换言之,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与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形成更好的调节匹配。 同时,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对积极结果敏感并

重视收益,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认为具有未来收益,在形成调节匹配之后更容易实施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然而,对于防御焦点的远程员工,一方面,他们更重视保持稳定、避免意外或未知的经历,以及避免潜在

损失和失败[30] ,进而倾向于采取遵守安全规定和最低水平的绩效等的保护性策略[32] 。 当获得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这一家庭情境资源时,他们在避免损失该资源和采取保护性策略的态度的影响下,不仅由此产生

的积极情感有限,而且更倾向于利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带来的工作-家庭平衡等资源收益,以便实现最低

的任务绩效等角色内行为或绩效,而不是进行优势-兴趣工作重塑这一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行动。 另一方

面,如前文所述,防御焦点的远程员工避免潜在损失,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属于主管的角色外行为,需要

主管额外付出资源[37] 。 因此,防御焦点的远程员工不一定认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也即他们很难对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形成调节匹配,这进一步降低他们从事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动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促进焦点正向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关系,即当远程员工的促进焦点更高

(更低)时,这种关系将变得更强(更弱)(H5a);
防御焦点负向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关系,即当远程员工的防御焦点更高

(更低)时,这种关系将变得更弱(更强)(H5b);
促进焦点正向调节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

远程员工的促进焦点更高(更低)时,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更强(更弱)(H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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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焦点负向调节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
远程员工的防御焦点更高(更低)时,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更弱(更强)(H6b)。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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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更易发生员工越轨创新的 IT 等行业的研发和服务部门的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 同时,如前文

所述,本文是基于居家远程办公情境开展的研究,进而研究对象为远程办公地点为家中的员工。 因此,在问

卷基本信息中增加了确认员工远程办公地点是否为家中的题项,并在问卷收集后,将远程办公地点为家中

的参与者作为筛选指标之一。
此外,为了收集到足量且高匹配度的数据,选取线上电子问卷和线下滚雪球相结合的三阶段数据收集

方式。 其中,每个阶段相隔 1 个月左右,并使用参与者手机号的后 6 位进行编码。 对于在线调查,借助问卷

星平台随机匹配合适的研究对象。 线下收集数据时,课题组成员利用人际关系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并邀

请接受者推荐他们认为符合要求的同事或朋友为潜在的参与者。
具体而言,在时间点 1(T1),发放了 380 份问卷,邀请参与者填写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初始的越轨创新

问卷,以及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和筛选条件题项,最终得到 353 份有效问卷。 在时间点 2(T2 )邀请 T1 的有

效参与者回答优势-兴趣工作重塑量表,得到 317 份可用结果。 在时间点 3(T3)邀请 T2 的有效参与者继续填

写越轨创新和调节焦点情况。 最终,在 T3 得到 286 份有效问卷。 286 名有效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总体

情况为:41. 2%的参与者为女性、已婚占 74. 3%、年龄为 25 ~ 29 岁最多(34. 97%)、本科学历占比 51. 40%、在
现企业任期平均值为 2. 25 年(SD= 0. 87)、家庭人数均值为 2. 52 人(SD= 1. 16)。

(二)变量测量

所有变量都是采用已被大量实证检验过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并采用“翻译-回译”程序将原英文题项转换

为中文提供给参与者作答。 所有变量都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即从 1 分“强烈不同意”到 5 分“强烈同意”。
(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采用 Hammer 等[47]的 4 题项量表。 示例题项为“我的主管在如何兼顾工作

和非工作问题方面表现出有效的行为方式”。 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α) = 0. 83,组合信度(CR) = 0. 90,
平均方差提取量(AVE)= 0. 68。

(2)调节焦点。 采用 Lockwood 等[48]开发的 18 个题项量表。 其中,促进焦点量表包含 9 个题项,示例题

项为“我通常专注于自己希望在未来取得成功的事情”,Cronbach􀆳s
 

α = 0. 89,CR = 0. 94,AVE = 0. 65。 防御焦

点量表也包含 9 个题项,示例题项为“我更倾向于防止损失,而不是实现收益”,Cronbach􀆳s
 

α = 0. 87,CR =
0. 92,AVE= 0. 55。

(3)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采用 Kooij 等[27]的 9 题项量表。 示例题项为“我积极寻找符合我自己兴趣的

任务”。 Cronbach􀆳s
 

α= 0. 84,CR= 0. 93,AVE= 0. 58。
(4)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采用 Criscuolo 等[10]的 4 题项量表。 示例题项为“我积极主动地花时间在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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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项目上,为未来的官方项目做准备”。 Cronbach􀆳s
 

α= 0. 78,CR= 0. 92,AVE= 0. 69。
(5)控制变量。 根据远程办公、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及越轨创新文献,本文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

度、所在行业和现公司任期[4,14,24,49] 。 同时,婚姻状况及家庭人数(含小孩)影响远程员工的家庭责任或家庭

需求[4] ,进而可能影响他们的越轨创新,因此本文也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实证表明远程办公积极影

响员工越轨创新[6-8] ,因此为了更好地检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效果,本文在 T1

也采用 Criscuolo 等[10]的 4 题项量表,以测量并控制参与者初始的越轨创新。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 CMV) ,采用标准的三阶段数据收集方法。 然而,由于 CMV 难以完全消除,
因此进行了两项检验措施:一方面,使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了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22. 37%,小于 40%的标准;另一方面,采用 Mplus
 

7. 4 软件进行了控制未测量的

潜在方法因子法分析,结果见表 1。 结果显示,相对于采用的五因子基准模型,增加 CMV 后的六因子模型的

拟合指标变化量较小,说明 CMV 较小可以忽略。 总之,以上两项分析表明理论模型的 CMV 不严重。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CFI TLI SRMR RMSEA
六因子:FSSB;PMF;PVF;JCSI;TBL;CMV 382. 71 178 2. 15 0. 93 0. 94 0. 07 0. 06

五因子:FSSB;PMF;PVF;JCSI;TBL 517. 25 206 2. 51 0. 92 0. 94 0. 07 0. 06
四因子:FSSB;PMF+PVF;JCSI;TBL 838. 62 209 4. 01 0. 82 0. 85 0. 08 0. 09
三因子:FSSB+PMF+PVF;JCSI;TBL 981. 09 211 4. 64 0. 79 0. 83 0. 09 0. 10
二因子:FSSB+PMF+PVF+JCSI;TBL 1148. 83 215 5. 34 0. 72 0. 75 0. 11 0. 13
单因子:FSSB+PMF+PVF+JCSI+TBL 1676. 17 233 7. 19 0. 51 0. 49 0. 16 0. 14

　 注:N= 286。 FSSB 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PMF 为促进焦点;PVF 为防御焦点;JCSI 为优势-兴趣工作重塑;TBL 为远程员工越轨创新(T3 )。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包括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在内的所有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正相关( r = 0. 29,p<0. 01),且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分别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r= 0. 35,p<0. 01;r = 0. 33,p<0. 01)。 这些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

中提出的变量间的关系,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1. 00
2. 年龄 0. 06 1. 00
3. 学历 0. 07 -0. 18 1. 00
4. 任期 0. 04 0. 37∗∗ -0. 07 1. 00
5. 婚姻状况 0. 06 0. 25∗∗ -0. 05 0. 08 1. 00
6. 家庭人数 -0. 04 0. 33∗∗ 0. 04 0. 05 0. 39∗∗ 1. 00
7. TBL(T1 ) -0. 03 0. 09 0. 08 0. 13∗ -0. 04 -0. 08 1. 00
8. FSSB 0. 07 0. 16∗∗ 0. 05 0. 06 -0. 16∗ -0. 19∗∗ 0. 13∗ (0. 82)
9. PMF 0. 03 -0. 07 0. 06 0. 07 0. 10 0. 03 0. 42∗∗ 0. 07 (0. 81)
10. PVF 0. 08 0. 05 -0. 04 -0. 09 0. 07 0. 13∗ -0. 17∗ -0. 09 0. 28∗∗ (0. 74)
11. JCSI 0. 06 0. 09 0. 15∗ 0. 18∗∗ -0. 13∗ -0. 16∗ 0. 23∗∗ 0. 35∗∗ 0. 44∗∗ 0. 10 (0. 76)
12. TBL(T3 ) -0. 04 0. 08 0. 11 0. 14∗ -0. 09 -0. 06 0. 15∗ 0. 29∗∗ 0. 37∗∗ -0. 24∗∗ 0. 33∗∗ (0. 83)
均值(M) 0. 41 2. 72 3. 78 2. 25 0. 74 2. 52 3. 09 3. 29 3. 64 3. 81 3. 57 3. 51
标准差(SD) 0. 49 1. 12 0. 86 0. 87 0. 44 1. 16 1. 17 0. 61 0. 77 0. 69 0. 68 0. 83

　 注:∗ 、∗∗分别代表 p<0. 05、p<0. 01;对角线括号中显示的为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的平方根;FSSB 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PMF
为促进焦点;PVF 为防御焦点;JCSI 为优势-兴趣工作重塑;TBL 为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性别:男性= 0,女性= 1。 年龄:低于 24 岁 = 1,25 ~ 29 岁
= 2,30~ 39 岁= 3,40 ~ 49 岁= 4,50 岁以上= 5。 学历:高中以下= 1,高中= 2,大专= 3,本科= 4,硕士及以上= 5。 任期:低于 1 年= 1,1 ~ 3 年 = 2,
4 ~ 10 年= 3,11~ 20 年= 4,大于 20 年= 5。 婚姻状况:未婚= 0,已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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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 Mplus
 

7. 4 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及蒙托洛尔中介分析检验假设。 同时,尽管所有数据都是基于

个体层面进行的,但由于包含主管-下属匹配,以及可能存在多个员工对应一个主管的情况,因此可能存在一

定的数据嵌套性。 在 Mplus
 

7. 4 软件中采用“TYPE = COMPLEX;ESTIMATOR = MLR”语句消除数据嵌套对结

果产生的干扰[50] 。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1)由模型 8 的结果可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25,p<

0. 01),也即假设 H1 成立。
(2)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 2 所示,结果表明它们之间也存

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r= 0. 29,p<0. 01),因此假设 H2 成立。
(3)模型 9 的结果表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正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β = 0. 41,p<0. 01),也即假设

H3 成立。
(4)为了检验假设 H4,一方面,由于假设 H1 和假设 H2 成立,且相对于模型 8(β = 0. 25,p<0. 01),在模

型 10 中加入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但系数降低

(β= 0. 19,p<0. 01)。 同时,模型 10 中优势-兴趣工作重塑也显著正向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β = 0. 37,p<
0. 01),初步表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另一方面,Bootstrapping 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值为 0. 17,而且 95%的置信区间为

[0. 09,0. 21],不包括 0,进一步说明 H4 成立。
(5)检验假设 H5a,即促进焦点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首先,为了避免回归分析多重共线性的干扰,本文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促进焦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并

构建它们的交互项。 其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模型 3,模型 4 中加入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促进焦

点与对优势-兴趣工作重塑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21,p<0. 01),说明假设 H5a 成立。 最后,绘制的调

节效应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表明,促进焦点高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更

强(β= 0. 41,p<0. 05);促进焦点较低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较弱(β= 0. 09,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JCSI TBL(T3 )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常量 2. 23 2. 41 2. 47 2. 44 2. 53 2. 49 3. 14 3. 24 3. 45 3. 52

性别 -0. 05 -0. 04 -0. 02 -0. 01 -0. 03 -0. 01 -0. 11 -0. 07 -0. 05 -0. 02

年龄 0. 11 0. 08 0. 07 0. 03 0. 06 0. 02 0. 08 0. 06 0. 03 0. 01

学历 0. 15∗ 0. 13∗ 0. 09 0. 06 0. 11 0. 07 0. 13∗ 0. 10 0. 12∗ 0. 08

任期 0. 08 0. 06 0. 05 0. 02 0. 05 0. 03 0. 09 0. 07 0. 06 0. 04

婚姻状况 -0. 18∗∗ -0. 15∗ -0. 13∗ -0. 08 -0. 17∗ -0. 14∗ -0. 13∗ -0. 10 -0. 08 -0. 05

家庭人数 -0. 25∗∗ -0. 19∗∗ -0. 15∗ -0. 13∗ -0. 18∗∗ -0. 15∗ -0. 23∗∗ -0. 17∗ -0. 12∗ -0. 09
TBL(T1 ) -0. 11 -0. 10 -0. 08 -0. 07 -0. 05 -0. 02 -0. 07 -0. 06 -0. 04 -0. 03

FSSB 0. 29∗∗ 0. 26∗∗ 0. 25∗∗ 0. 19∗∗ 0. 13∗ 0. 25∗∗ 0. 19∗∗

JCSI 0. 41∗∗ 0. 37∗∗

PMF 0. 47∗∗ 0. 40∗∗

PVF 0. 08 0. 06

FSSB×PMF 0. 21∗∗

FSSB×PVF -0. 03

R2 0. 04 0. 15 0. 21 0. 29 0. 17 0. 18 0. 03 0. 12 0. 24 0. 28

ΔR2 0. 04 0. 11 0. 06 0. 08 0. 02 0. 01 0. 03 0. 09 0. 21 0. 16

ΔF 1. 87 6. 38∗∗ 10. 79∗∗ 13. 24∗∗ 7. 96∗∗ 1. 02 1. 69 5. 07∗∗ 12. 11∗∗ 12. 85∗∗

　 注:∗ 、∗∗分别代表 p<0. 05、p<0. 01。 FSSB 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PMF 为促进焦点;PVF 为防御焦点;JCSI 为优势-兴趣工作重塑;TBL 为
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所有数据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添加控制变量与否并不改变核心研究变量之间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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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值是基于李克特量表的打分

图 2　 促进焦点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4　 促进焦点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

中介 促进焦点水平 间接效应值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优势-兴趣
工作重塑

高(M+1SD) 0. 24∗∗ 0. 05 [0. 07,0. 13]
低(M-1SD) 0. 08 0. 02 [ -0. 05,0. 08]

差值 0. 16∗ 0. 04 [0. 03,0. 07]

　 　 注:∗ 、∗∗分别代表 p<0. 05、p<0. 01。

p>0. 05),假设 H5a 进一步得到支持。
(6)为了检验假设 H6a,在假设 H1、假设 H5a 和假

设 H3 成立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复抽样 10000 次的蒙托

洛尔中介检验。 表 4 表明,促进焦点较高时,家庭支持

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显著影响远程员工

越轨创新(β= 0. 24,p<0. 01),且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
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显著。 相应地,促进

焦点较低时,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间接效应值为

0. 08,且置信区间为[0. 05,0. 08],也即包括 0,说明此

时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此外,较高

与较低的促进焦点之间的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间接效

应的差异值为 0. 16,且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差异显

著。 总之,随着促进焦点的增加,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影

响增大,也即促进焦点正向调节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

效应,进而假设 H6a 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远程办公情境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以 286 名远程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是否、如何及何时影响远程员工的越轨创新。 结果表明:
(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2)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3)促进焦点不仅正向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而且正向调节优势-

兴趣工作重塑的部分中介作用。
(4)防御焦点不能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关系,进而也不能发挥第一阶段的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贡献

(1)加深了对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的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理论的理解。 如前文所述,当前学界对远程员

工越轨创新的理解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远程办公也对组织发展至关重要的员工正式创新带来了严重挑

战[2-3] 。 因此,在当今创新驱动战略和数字经济时代空前叠加的背景下,学界亟须丰富激发远程员工的越轨

创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路径。 本文提出并实证检验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积极影

响机制,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理论的理解。
(2)补充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亲组织行为的影响结果。 自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提出以

来,学者们已为其重要作用建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35,51-52] 。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远程办公情境下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效果的实证证据非常有限[21-22] 。 尤其是,鉴于如前文所述的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重要

性,亟须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其潜在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不仅弥补了该研究差距,而且开辟了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远程员工亲组织行为的新研究领域(即越轨创新)。
(3)拓展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文献。 文献回顾结果表明,当前尚未探究远程员工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的

作用。 与之相反,本文揭示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如何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

关键作用机制。 因此,对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其前因和结果的研究体系,而且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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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其在远程办公情境下发挥的重要作用。
(4)揭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优势-兴趣工作重塑积极影响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关键权变因素。

研究发现,促进焦点正向调节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

用,但防御焦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从而明晰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效果的边界条件。
(三)管理启示

(1)组织需重视并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远程员工的常态化管理方式。 组织可借助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提升远程员工的越轨创新,从而缓解远程员工正式创新面临的严重挑战。 因此,组织和管理者应该

增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远程员工常备管理方式的意识,并且按照已有成熟的培训经验[53-54] ,提升主

管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2)管理者和远程员工可将优势-兴趣工作重塑视为激发越轨创新的重要契机。 优势-兴趣工作重塑是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键关联机制。 因此,管理者和远程员工应将优势-兴趣工

作重塑视为远程员工开发潜力以实施越轨创新的机会。 例如,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施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帮助远程员工进行优势-兴趣工作重塑。

(3)组织应识别并根据远程员工的不同调节焦点以提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有效性。 不同于防御焦

点不能发挥权变性作用,具有促进焦点的远程员工能充分利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获得更高的优势-兴趣工

作重塑和越轨创新。 因此,在需要提升远程员工越轨创新时,组织需要识别并特别关注促进焦点的远程员

工,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1)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参与者的自我评价,后续可以增加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以进一步降低共同方法

偏差。
(2)研究表明,优势-兴趣工作重塑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关系中只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 学者们可以此为契机,基于相关理论视角,探究其他潜在的中介机制。 尤其是未来可探讨休闲重塑

的潜在中介作用,因为远程员工在获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后更容易进行休闲重塑,实现补充他们工作资

源的休闲溢出效应
 [55] ,从而将更多资源投入越轨创新。

(3)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不仅证实了调节焦点等关键资源的调节作用,也认为组织提供给员工的宏观资

源是重要的权变性因素[24] 。 对应地,未来可以单独探讨宏观资源,或揭示宏观资源与关键资源的交互对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影响的权变效应。
(4)仅从行为视角研究远程员工越轨创新。 实际上,越轨创新也可以被视为员工的关键事件[56] 。 从事

件视角研究远程员工越轨创新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5)未来可以将远程员工越轨创新、正式创新一并纳入研究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 本文强调,重视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越轨创新的促进作用,有助于缓解远程员工正式创新面临的巨大挑战。 鉴于

此,未来可将远程员工正式创新纳入本文的理论模型。 因为这不仅能明确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远程员工

正式创新的作用,还可以与越轨创新的作用效果比较,从而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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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ly
 

Providing
 

Family
 

Support
 

and
 

Intelligently
 

Unlocking
 

the
 

Cocoon
 

of
 

Formal
 

Innovation:
 

How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Stimulate
 

Teleworker
 

Bootlegging?
 

Sun
 

Hongduo1,2,
 

Wang
 

Hongyu1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elecommuting,
 

which
 

is
 

boom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the
 

formal
 

innovation
 

processes
 

of
 

employees.
 

Bootlegging,
 

as
 

an
 

important
 

and
 

common
 

form
 

of
 

informal
 

innovation
 

among
 

employees,
 

requires
 

greater
 

attention
 

in
 

this
 

context.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overlook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in
 

promoting
 

bootlegging
 

among
 

telecommuters.
 

To
 

address
 

this
 

gap,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work-home
 

resource
 

model.
 

Data
 

from
 

286
 

respondents
 

collected
 

through
 

three-wave
 

offline
 

and
 

online
 

surveys
 

were
 

analyzed
 

using
 

Mplus
 

7. 4
 

softwa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positively
 

influences
 

telecommuter
 

bootlegging,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job
 

crafting
 

towards
 

strengths
 

and
 

interests.
 

Promotion
 

focus
 

is
 

found
 

to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and
 

job
 

crafting
 

towards
 

strengths-interests,
 

and
 

strengthe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crafting
 

towards
 

strengths-interests.
 

In
 

contra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evention
 

focus
 

is
 

not
 

supported.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ecedents
 

of
 

telecommuter
 

bootlegging,
 

which
 

is
 

still
 

in
 

its
 

nascent
 

stage,
 

and
 

offer
 

managerial
 

insights
 

into
 

leveraging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to
 

stimulate
 

bootlegging
 

among
 

telecommuters.
Keywords:

            

bootlegging;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job
 

crafting
 

towards
 

strengths-interests;
 

regulatory
 

focus;
 

telework;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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